
爲現代都市勾繪新畫像
———林燿德的都市詩學

陳俊榮

提　 　 要

林燿德在 １９８０ 年代大力提倡所謂的“都市詩學”，成爲論

者所稱“都市文學的主倡者與實踐者”。他的都市詩學確有助

於都市詩風潮之形成，爲都市詩作爲 １９８０ 年代崛起的新詩型樹

立了風向標。他援引後結構主義理論，特别是巴特、德希達、福

柯等人的説法，以逐步建構他的都市詩學，並從這個角度將後現

代主義嫁接其中。本文“都市的時代性”、“都市的文本性”以及

“都市的異地性”從三個角度著手，探討其都市詩學理論。

關鍵詞：都市詩　 都市精神　 文本性　 差異地點

一、 前　 　 言

崛起於 １９８０ 年代初的林燿德，以都市詩學躍入臺灣文

壇〔１〕，並且以都市文學的旗手自居，大力提倡所謂的“後現代都

市詩學”〔２〕。他在 １９８６ 年發表的長篇論文《不安海域———八○

年代前期臺灣現代詩風潮試論》中，即主張都市詩是 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中期（１９８４—１９８６）臺灣詩壇最值得注意與最具代表性的



詩型。緊接著，翌年出版的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如同瘂

弦爲該書寫的序文所説，是在“爲現代都市勾繪新畫像”〔３〕。

１９８９ 年，他在和黄凡合編的《新世代小説大系·都市卷》中更提

出“都市文學爲八○年代臺灣文學主流”的説法，甚至認爲都市

文學“並將在九○年代持續其充滿宏偉感的霸業”〔４〕。可以説，

從 １９８０ 年代現身文壇開始，林燿德即在創作與理論上和都市文

學結下不解之緣，並且成爲論者所稱“都市文學的主倡者和實

踐者”〔５〕。

然而，有意提倡都市文學的林燿德，背後是否也有一套自成

體系的都市詩學（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以爲其主張的依據〔６〕？在此，

所謂的“都市詩學”，除了兼有“都市文學理論”的指涉外，更有

專指林燿德的“都市詩理論”（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之意。大凡

一項文學創作的提倡，或者是文學流派或運動的鼓吹，乃至一股

文學思潮的推動，背後莫不有相關的文學主張或議論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以爲其産生及發展之依據，不論這些主張是以宣言

的形式———如超現實主義（ｓｕｒｒｅａｌｉｓｍ），或是以理論性論述———

如後殖民主義（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的薩伊德（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ａｉｄ）所提

出的東方主義（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等學説形貌出現。綜觀 １９８０ 年代的

臺灣詩壇，林燿德筆下所謂的新詩型的都市詩之形成，確實值得

注意，並且也成爲當時具有世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新意的新詩類型。

１９８６ 年在復刊的《草根》詩刊第 ９ 期刊出的《現代詩的草根性與

都市精神》一文即坦言：“羅門一再預言的都市王朝已經來臨：

世界島不再僅僅存在於噩夢裏；現代臺灣也已在網狀組織和資

訊系統的聯絡和掌握中成爲一座超級都會。”宣告因應而起的

都市詩所隱含的時代性意義，同時提出：“所謂‘都市詩’不形成

割據與派别的黨團，因爲它的訊息與訴求存在於這個時代普遍

的人類心理基礎與生活領域之中，是在關切詩人所站立的土地

外，又具備著包容性、宇宙精神的一種創作主題。”〔７〕該文如此

主張，算不算是一種“類宣言”，姑且不論，但林燿德於此時相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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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有關都市詩（或都市文學）的論述，肯定有助長都市詩風

潮之功，爲都市詩作爲 １９８０ 年代崛起的新詩型樹立了風向標。

林燿德有關都市詩與都市文學（涵蓋都市散文與都市小

説）的論述稍顯零散，尚未及建構成一有系統的理論，即撒手人

寰，令人遺憾；但從他生前留下的兩篇論文《都市：文學變遷的

新座標》與《八○年代臺灣都市文學》〔８〕，以及其他相關的論文

與分散的評論文章〔９〕（乃至他的實際創作），約略可以摸索出他

擬欲建構的“都市詩學”。由於他突然棄世，留下的有關都市詩

（文學）的論述，雖非斷簡殘篇，但亦未及形塑爲一完整理論。

故此，下面所探究的都市詩學，不妨看作是林氏的雛形理論。

二、 都市的時代性

林燿德曾説：“都市文學不一定發生在都市，都市文學可能

發生在海上，發生在荒野之中。”瘂弦據此爲之解釋：“這意思也

就是説：不一定寫摩天大樓、地下道、股票中心、大工廠纔是都

市文學，凡是描繪資訊結構、資訊網路控制下生活的文學，都是

都市文學。”〔１０〕依瘂弦的了解，地域或空間並非林燿德所定義的

都市之依據，反倒是後工業社會或資訊社會所興起的視訊網路

與新聞媒體所造成的“心靈地圖”的改變，纔是劃分現今都市的

憑據。

瘂弦認爲：“在林燿德的觀念裏，人類進入後工業文明以

後，城鄉的定義已與過去大不相同。古時的城市以城牆爲界，牆

内爲城，牆外爲鄉，一目了然。”但是“現在的城市概念不但延伸

到‘城’外的衛星市鎮，甚至，在大衆傳播家的眼睛裏，凡是現代

科技、現代資訊網路籠罩的地方，都是城市的範圍，這麽説來，所

謂現代城市也應該包括鄉村在内。”〔１１〕回看林燿德自己的説法，

在《都市與鄉村》一文中他如是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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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城鄉〕對立關係在近十幾年來産生根本性的改

變，都市和鄉村的關係不再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間的對

抗，都市的體質已經滲透進鄉村，都市人反過來開始羨慕鄉

村的生活，而鄉村人也不再是“鄉巴佬”、“土包子”，這一切

都是因爲資訊和交通進行了“沉默的革命”。……城鄉或

有建設上的差距，但是透過視訊網路和新聞媒體，從此在心

靈上的差距終將消弭於無形之中。〔１２〕

城鄉的對立既在現代人的心靈上消弭於無形，顯而易見，都市的

邊界將越出行政地域的區隔，以臺灣而言，則“將全島聯綫成一

個大型的都會系統”（特别在高鐵計劃付諸實施之後），“都市不

再是對立於鄉土的‘地點’”；因而林燿德認爲，“鄉村被吸納到

都會系統中成爲都市的後院，甚至，成爲都會系統中居住與生産

的另一種空間，傳統的城鄉對立觀已經不適用於今日的臺灣，我

們需要一幅嶄新的心靈地圖。”〔１３〕

然則城鄉的區隔與對立爲何會如此消弭於無形？林燿德説

是因爲於此之際資訊（也包括交通———前者是無形而後者是有

形）科技發達所引發的一場“沉默的革命”。在此，林燿德把他

正在建構的“空間詩學”（ｓｐａｃ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予以歷史化了。在林氏

看來，都市一詞的定義不再以空間爲區分城鄉的標準，是因爲

（就臺灣而言）歷史來到了 １９８０ 年代；然而爲何會是“８０ 年代”？

乃因到了 ８０ 年代，臺灣纔成爲一個資訊發達的國家，或者説是

後工業社會（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而這樣資訊發達的社會也

是一個“流動不居的變遷社會”———林燿德甚至以此來界定 ８０

年代的（臺灣）“都市”〔１４〕。職是之故，他纔主張“‘都市文學’

一詞可以將‘八○年代’吸收在内，成爲時代性的標記”，而這也

可以解釋爲何他會始終將都市文學視爲 ８０ 年代臺灣文學的

中心〔１５〕。

在林燿德看來，在 １９８０ 年代以前（農業社會、工商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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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都市被當時的詩人視爲一個龐大完整的結構體，而“賦予

它種種形上意涵的是詩人内在的焦慮”〔１６〕。２０ 世紀 ５０ 和 ６０

年代的詩人如黄用（《都市》、《機械與神》）、鍾鼎文（《輸電鐵

塔》）、張健（《文明》）、林緑（《都市組曲》）等，都市在他們的筆

下，顯現的是既擁抱又批判的矛盾心態。一方面都市代表的文

明以壯闊的姿態進入了詩行，另一方面詩人對於文明的幻滅感

也寄託在都市的符徵中；而都市文明的光焰愈熾烈，懷舊的潛意

識也就愈濃厚〔１７〕。臺灣的現代詩人之所以有此扞格、矛盾的心

態，則主要受到西方自未來派以降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林燿

德指出，由於現代主義的引入，詩人們“發現了更深廣的世界，

這個世界伴隨著新潮的藝術觀念和形式本身而浮現本質———一

種精神荒原的追索，冥冥中自西方工業國度隔海傳來的藝術回

響撞擊著臺灣詩人的心”。〔１８〕

這種矛盾引起的内在焦慮感，在 １９７０ 年代則轉爲拮抗的對

立心態，在吳晟等寫實主義詩人身上，乃將此簡化爲城鄉對立，

尤其是在他們的田園心結（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與泛政治的意識形

態結合之後，“‘都市’的‘牆’，如鋼琴上的黑鍵與白鍵，醒目地

隔間了截然二分的兩種世界觀，來自牆内的‘侵略者’與牆外的

‘被壓迫者’，以戲劇化的姿態化身爲罪惡的都市買辦與純樸的

田園老圃這兩種彼此憎恨的角色”〔１９〕。若是根據張漢良的説

法，則這種城鄉的二元對立，都市與鄉村分别被賦予對立的道德

含意，其結果便是詩人筆下指謂的城市成了“被譴責的都市”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ｒｅｖｉｌｅｄ）〔２０〕。

然而，１９８０ 年代的臺灣，新一代詩人（作家）筆下的都市則

迥然不同於之前。林燿德所主張與提倡的都市文學即是歷史化

地被“定位”在此一“時代”———１９８０ 年代（及其之後）。在此之

前，都市被作爲一個“城鄉對立”模式下負面的、反動的符徵，而

之所以如此，林燿德認爲乃在於詩人們仍將都市擺置在或現實

或形上的某一固定“地點”概念上〔２１〕。如前所述，都市文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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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發生在都市，亦即都市的地域可以被文學（詩）穿越，地域

或空間已不能成爲都市劃界的依據。然則空間失去憑藉的都市

詩或都市文學如何被判定？林氏在此易以“都市精神”的存在

與否做爲劃分的標準；而若以此標準觀之，即便是以都市景觀爲

描寫對象，但出以農業社會的心態，則此類詩作亦非他所謂的

“都市詩”的統攝範圍〔２２〕。

林燿德最早出版的《一九九四之後》一書即指出，新世代詩

人歐團圓的詩作最具有這種時代性的都市精神〔２３〕，稱他爲“掌

握都市精神世代的先聲”，如《蹺課》、《哥耶雷加》、《我和她的

一天》等詩，不僅“著眼於都市生活經驗”，“更是洋溢著後期工

業文明作家的個性”〔２４〕；但是林燿德特别舉他的另外九首鄉土

懷舊詩作《冬之曠野》、《夜晚的海港六章》、《在童年的方壺

島》、《漁婦》、《當我走過》、《老嫗》、《搬家》、《海港》、《臺灣

海峽落雪》，説明這些詩雖以故土爲素材，卻是“以都市精神完

成的鄉土題材作品”，所以都可説是“都市詩”〔２５〕。除了歐氏

被視爲“後期工業文明社會孕育而成的現代詩人”外，在後來

的《重組的星空》一書中，林燿德更指出，新世代詩人包括林

彧、赫胥氏、柯順隆、林群盛等，乃至於倡導詩演出的杜十三、

提倡録影詩（學）的羅青，都是具有這種“都市精神”的都市詩

詩人〔２６〕。

仔細審視林燿德所列舉的具有“都市精神”的詩人，清一色

均是相對於紀弦、余光中、羅門等前行代的新世代詩人，林氏則

以“掌握都市精神的世代”一詞稱之（代表詩人如上所述）〔２７〕；

於此，我們終於明了，原來林燿德將都市詩或都市文學歷史化在

１９８０ 年代的臺灣詩（文）壇，背後實出以另一個更深層的動機，

那就是把都市詩或都市文學和新世代詩人（或文學新世代）結

合起來，而都市詩也成了新世代在 １９８０ 年代向前行代互别苗頭

乃至在歷史上翻開新頁的主要大纛。

４２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三、 都市的文本性

前面提到，林燿德揭櫫以都市精神而不以空間或地域來爲

都市詩（都市文學）劃界，然則何謂“都市精神”？到底林氏所説

的“都市精神”具有什麽實質意涵？縱觀林燿德所有的著作，對

此並未做正面的答覆。以前述林燿德提及的歐團圓那九首鄉土

懷舊詩爲例，他只説其冷靜知性的語言係出自“都市化的思考

模式”，由此具備了“都市精神”，卻對什麽是“都市精神”不置

一詞。

然而，若以排除法加以尋繹，則我們可以肯定，林燿德所説

的“都市精神”顯然與都市題材無關，在 １９８６ 年他發表的長文

《不安海域———八○年代前葉臺灣現代詩風潮試論》中即率先

主張，所謂 ８０ 年代的“都市詩”並非以都市相關題材之有無做

爲歸類的原則〔２８〕。詩作是否爲都市詩在此既與詩的題材與内容

無涉，那麽剩下的衡判標準就唯有從形式（或語言）著手。然而

“都市精神”如何跟文學形式相關？事實上，林燿德的確未做此聯

想，但在上文中他曾提及，上述那些他所謂的“掌握都市精神的

（新）世代”，其作品均與後現代主義詩學的發軔密切關聯〔２９〕，由

此他的都市詩學就接上了後現代主義（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針對林燿德所提倡的“後現代都市詩學”〔３０〕，他擷取的是

來自後現代主義的文本觀，更確切地説，是來自巴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的文本理論（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３１〕。巴特在《文本的理

論》（“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一文中指出，文本與作品（ｗｏｒｋ）不

同：“作品是一個完成了的客體，可以計算，能够依據一處有形

的空間”；而“文本則是一個方法論的範疇”（因此不能計算文本

的數目，至少不能用一般的方法來計算），簡單地説：“作品可以

拿在手中，而文本則是存在於語言之中。”巴特本人進一步

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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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作品可以用不同於語言的方式被界定（從書的形

制到生産書本的社會 ／歷史性決定的任何事物），那麽文

本，它所保留的乃是完全地相同於語言的部分：它無異於

就是語言，而且僅僅經由語言而存在，換言之，“文本可以

僅於一部作品，也就是一個産品———那個賦義（ｓｉｇｎｉｆｉａｎｃｅ）

的東西中被感知”。〔３２〕

在巴特看來，作品顯然隸屬於物質性（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的領域

（涉及書籍的開本、紙張、版式、封面設計等），並且總是依附於

一些類别範疇，如體裁、樣式、風格、創作方法等；而文本則屬於

以語言表述的賦義或意指活動（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進一步言，除了詩作

（以及其他文學作品，小説、散文、戲劇等），所有的意指實

踐———繪畫實踐、音樂實踐、電影實踐……都可以産生文本。甚

且在此情況之下，作品既被視爲文本，作品本身便破壞了各種類

型，“破壞了它們所隸屬的那些内部齊整的類别”，蓋因“文本的

經驗幾乎總是一種超乎體裁界限的經驗”〔３３〕。這與林燿德於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即主張“打破文類”的想法如出一轍；或可説，林

氏係挪用了巴特如此的文本理論，以建構他的“都市文本”説。

林燿德認爲，“要認識‘都市文學’，首先要認識正文〔文本〕

中的‘都市’究爲何物”，因爲所謂的“都市文學”就是都市文本

的文學實踐〔３４〕，而這又來自“都市本身就是文本”的概念。這

説法係受到上述巴特將文本視爲一種意指實踐的啓示，換言之，

都市作爲文本（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ｓ ｔｅｘｔ），是由於都市本身即是一種意指

活動，也由於除了文本，我們無法認識以至描述都市。這樣的都

市文本觀，其實又是來自解構主義（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理論家德希

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文本之外無他物”（“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的主張，而德希達對這句名言的解釋是：“閲

讀……無法合法地逾越文本以朝向某些非文本的其他事物……

或者朝向可以産生内容的文本之外的意指（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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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ｅｘｔ），也就是在語言之外可以發生内容的地方，換言之，在某

種意義上言，就是我們在此所給出的在一般寫作之外的語

字。”〔３５〕若按德希達的説明，我們對都市的閲讀、了解乃至創造，

都無法在都市此一文本之外找到意義。林燿德説都市本身就是

文本〔３６〕，所以都市詩（文學）就是都市文本的文學實踐，而詩人

的創作活動本身因而也形成都市的社會實踐（也即意指活動），

他“同時兼具了都市文本的閲讀者，以及文本中都市的創作者

的雙重身份”〔３７〕。

林燿德上述的主張其實完全襲用張漢良在《都市詩言

談———臺灣的例子》一文的説法。在該文中，張氏拒絶以都市

爲素材來界定都市詩，都市詩並不是都市的主題化或實體化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這是一種粗糙的簡化主義的摹

擬論、決定論〔３７〕；爲了對抗這種簡約的摹擬論，張漢良始進一步

强調都市的文本性（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試看他下面的説法：

爲了避免粗糙的摹擬論、衍生論和決定論，論者把反映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解作折射（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把都市作爲素材（ｓｔａｆｆ，

ｄｏｎｎéｅ）變爲都市作爲下層正文〔即文本〕（ｓｕｂｔｅｘｔ），由此

産生了詩正文。然而，即便批評“語言囚牢”（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也不得不承

認，所謂下層正文不是立即呈現的外在現實，而是語言的正

文化，“文學正文重新書寫或重新結構一先在的歷史或意

識型態下層正文”。這種正文化作用質疑、顛覆、甚至泯除

了下層正文的先驗性。〔３９〕

張漢良在此提出的都市文本觀，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看，也就是

都市文本與詩文本：前者原先係做爲“自然的在場”（即外在現

實）而存在，但後來也被語言予以文本化，並且成了後者的下層

文本（其先驗性也因而被泯除）；後者則是根據前者而産生，它

的産生則又重新書寫或結構了下層文本的前者，也就是詩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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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都市予以文本化，所以張漢良説：“所謂的都市已經是一個被

正文〔文本〕化、被書寫了的現象。”上述這兩層文本關係可以形

成“文本裏的都市 ／都市裏的文本”（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的辯證———更確切地説是“文本作爲都市 ／都市作爲文

本”（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ｓ ｃｉｔｙ ／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ｓ ｔｅｘｔ）的辯證〔４０〕。

張漢良上述的説法被林燿德引入他的論文《八○年代臺灣

都市文學》中，並附和張氏所言：“當我們言及‘都市文學’一詞

時，勢必涉及到兩種正文之間的關係。”亦即前所説“文本作爲

都市”與“都市作爲文本”的辯證關係〔４１〕。然而，張漢良此説恐

須再加辨明。“都市作爲文本”乃指將都市本身視爲文本，如前

所述，因爲它已被視爲一種意指實踐；“文本作爲都市”則指詩

（文本）化爲都市，但詩如何能化爲都市？若能，那就“著相”。

再者，“都市作爲文本”對應的是“文本裏的都市”，蓋都市之所

以文本化，乃是它以文本的面貌再現（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也就成了

文本中的都市，至於“文本作爲都市”對應的不只不是“文本裏

的都市”，也不是“都市裏的文本”———後者所指涉的“文本”太

過空泛，因爲存在有各種可能的文本，即不只是詩文本，也包括

散文文本、小説文本（文學文本），以及音樂、繪畫、雕刻、電

影……乃至其他經濟與社會文本。爰是，正確的都市文本觀只

有一種，那就是“都市作爲文本”，且其意指活動正顯現在“文本

裏的都市”。林燿德若有如上的反思，對於張漢良的“都市文本

觀”便不至於照單全收，而且對他下面這段出自《都市：文學變

遷的新座標》的一段話纔能自圓其説：

要認識“都市文學”，首先要認識正文〔文本〕中的“都

市”究爲何物。不同於社會版記者，作家非僅止於對定義

爲某一行政區域的都市外觀進行表面的報導、描述，它也得

進入詮釋整個社會發展中的衝突與矛盾的層面，甚至瓦解

都市意象而釋放出隱埋其深層的、沉默的集體潛意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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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到底，都市文本的文學實踐仍要“落實”在詩文本中的“都

市”，而這樣的都市“書寫”不能僅對某一行政區域的都市外觀

進行表面的描述或報導，更要進一步去挖掘它的“潛文本”，亦

即社會發展中衝突與矛盾的層面，乃至於深埋於都市意象裏的

集體潛意識。問題是：挖掘出這樣的深層文本（ｄｅｅｐ ｔｅｘｔ）則又

與形式何干？細看林燿德所説的這種深層文本（或潛文本），其

所指涉的内容不是和都市的題材息息相關嗎？（如社會發展中

的衝突與矛盾）或許林氏會如此反駁上面那樣的“指控”，指出

這些潛文本其實是它所揭櫫的“都市精神”，即文本（詩）中所呈

現的都市須具備有“都市精神”纔是真正的都市文本，而都市也

纔能被（詩人）文本化。

然而如果我們拿林燿德自己所舉的收録於詩集《都市之

甕》中卷一“符徵”的四首詩（《路牌》、《銅像》、《廣場》與《公

園》）來看，就會發覺，即使這些詩都具備他所謂的“都市精神”，

其題材卻都與城市景觀有關，他並没有去揀選類如歐團圓《在

童年的方壺島》那樣具鄉野特色的題材來書寫他自己的“後現

代都市”。如此一來，我們是否也要追問，他的都市詩（文學）文

本，難道都和都市素材（即其所説的表面的都市景觀）徹底無

關？或者做爲文本的都市本身與都市素材無涉，只要形式創新

就可謂爲都市詩？若真是如此，則都市詩就可以什麽都

是了〔４３〕。

四、 都市的異地性

不論都市詩是否與都市素材相關，林燿德所建構的都市詩

學念兹在兹的無非是上面所説的都市文本的概念，而這“文本

觀”又是受巴特、德希達等後結構主義文論家的啓迪，一步一步

建立他自己的“後現代都市詩學”。雖然如前所述，林氏將他的

都市詩學歷史化在 １９８０ 年代的臺灣社會，但同時他也受到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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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後結構主義思想家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空間理論”（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的影響，使得如他自己所言，對都市文本的詮釋“從貫時

的時間思維挪移到並時的空間思維”〔４４〕，而這裏的“並時的空

間思維”正是他襲取自福柯提出的“差異地點”（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ｓ）的

説法。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ｓ一詞，林燿德譯爲“差異地點”，簡言之，即“異

地”（異質地點）〔４５〕。在《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一文中，林

燿德將它解爲一個“幻設的真實空間”，頗能傳神；而這樣的空

間“能够在生活中尋找到準確的喻旨，但又在於一切地理之

外”〔４６〕。福柯於《其他空間的文本 ／語境》（“Ｔｅｘｔｓ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ａｃｅｓ”）一文中在提出“差異地點”一詞之前先是説明，相

對於中世紀的定位空間（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與伽利略

（Ｇａｌｉｌｅｏ）時代的延伸（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空間概念，今天我們的基地

（ｓｉｔｅ）的空間取代了定位的延伸，而所謂的“基地”是被點和點

或元素和元素之間的近似關係（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所界定，吾

人可試著從某組界定這些特定基地的關係來描述不同的基地

（如暫時休憩的基地：咖啡廳、電影院、海灘等）。在所有的基地

中，福柯關切的主要有兩類其他的基地（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ｔｅｓ）：“首先

是虛構地點（ｕｔｏｐｉａｓ），虛構地點指的是那些没有真實地點的基

地……它們以完美的形式呈現社會本身，或者把别的社會給倒

轉，但無論如何，這些虛構地點基本上並非真實空間。”而與虛

構地點相對的就是另一基地，即差異地點，福柯如是解釋：

在每一文化、每一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實的地點———這

些地點的確存在，而且形成社會真正的基礎———它們就像

那些對立的基地（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ｉｔｅｓ），即一種有效發生的虛構地

點，在這些有效發生的虛構地點中，真實的基地，也就是在

文化中可被發現的所有其他真實的基地被同時地再現、對

立與倒轉。這類地點在所有的地點之外，即便如此，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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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它們在現實中的位置。由於這些地點絶對不同於所有

它們所反映與談論的基地，藉由它們和虛構地點的對照，我

將之稱爲差異地點。〔４７〕

在此，福柯進一步説明：“這些差異地點與虛構地點之間，可能

會有某種混含的、連結的經驗，而這樣的經驗可做爲鏡子。鏡子

畢竟是一種虛構地點，因爲它是一個無地點的地點（ａ ｐｌａｃｅｌｅｓｓ

ｐｌａｃｅ），在鏡中我看到了我不在那裏的自己，外在那打開的在表

層之後的一個不真實的、虛擬的空間；我就在那裏，但那裏我又

不存在，那是一種將我自己的可見性（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給予自身的影

像，它使我在我缺席之處看見我自己———這就是鏡子的虛構

地點。”〔４８〕

福柯對於差異地點的如此主張，林燿德在另一論文《洛夫

〈杜甫草堂〉中的“時間”與“空間”》中有他自己的理解與詮釋。

他分析洛夫筆下的杜甫草堂可説是一個差異地點的範例，因爲

雖然我們可以在現實的觀光地圖上找到杜甫草堂的位置，但事

實上真實的杜甫草堂（即真實地點）早已消失，“這座膺品所反

映的是一個紀元八世紀‘安史之亂時期’的唐代文化空間，它所

提供的‘議論’著眼在一個挫折失意於宦途、困頓凍餒於茅屋的

詩人究竟如何在迍邅中發揮畢生秉性與才具於巔峰的個人傳

奇”〔４９〕。所以這座被真實草堂“再現”（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的杜甫草堂膺

品即是一種差異地點，林燿德繼而指出：

福寇〔即福柯〕在討論“差異地點”時指出，由於“差異

地點”絶對不等同於它所反映、所議論的基地；就好比説秦

俑所反映的是紀元前三世紀的秦代現實空間，但它不等同

於消逝了的秦代現實時空；杜甫草堂亦同。但是它猶如一

面鏡子，在鏡子之中，我們可以看見自己，看見自己進入一

個並不存在的時空；換言之，也看見了不存在於鏡子中的自

我，我在彼端，但彼端非我所在，鏡子所展現的是一種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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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自我———在自我缺席之處目睹自我———的能力。〔５０〕

林燿德在上文以杜甫草堂爲例，對福柯的異地觀加以詮釋，令人

一目了然。或許有人會質疑：杜甫草堂並非置身於都市空間

裏，本身更非現代的都市建築，與林氏都市詩學的建構無涉。縱

然如此，我們在《八○年代臺灣都市文學》一文中仍可發現，林

燿德同樣援用了福柯的上述異地説。以他分析黄凡的《房地産

銷售史》爲例，林燿德認爲作者“透過虛構的手段回到一個真實

的空間中”，而這個“真實的空間”隱身於都市，“它是‘被發現’

的空間，同時因爲它的‘被發現’，成爲‘既存的’潛意識的現實

化。黄凡藉由《房》文指出這種虛構空間在現實中的存在，它

（它們）在一切地點之外”，而且不是“可用我們日常生活經驗重

新踐履的‘真實地點’”〔５１〕。也就是説，文中的“真實空間”在都

市中並不對應著真實地點。林燿德繼而申論：“它們在一切地

點之外，又可能在一切地點之内，飄零、破碎，時刻變化，没有統

一的形上學概念維繫著它們存在的規則。”〔５２〕

在該文中，林燿德以福柯的異地説進一步再加引申。他認

爲黄凡的《房》書觀察所及的公寓空間（小説中出現的一棟後現

代式的五樓雙拼公寓）就是一種“多棱鏡的多面折射”，而“多棱

鏡的每一片鏡面都是朝向某一個别的立體（在叙述中成爲客

體）開放的場域，使得個别的‘我’或‘他’在自己的缺席之處

（自我並非真正進入鏡片内部）看見自己的存在和容貌”〔５３〕，試

看他下面的闡釋：

都市本身呈現出並時的、多重編碼的空間結構，猶如筆

者所使用的“多棱鏡”意象，一切歷史的、曾經被時間界定

的事物在這奇異的、遠遠脱離牧歌田園模式的多重空間中

再現、變形、隱匿、互相結合或者撞擊，而作家處身其中，不

僅本身以及自己的作品成爲都市自動書寫的一部分，他在

正文〔文本〕中也面對了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交錯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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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牌、銅像、廣場、公園以及梭織其隙的各種意識型態，更重

要的是這些生動造型背後所隱藏的世界。〔５４〕

如此“多棱鏡式”的異地觀，是否可以在現代詩中找到例子（以

建構林氏的都市“詩”學）？林燿德在《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

標》一文提及羅門的《都市·此刻坐在教堂作禮拜》一詩〔５５〕，認

爲這首詩“在詩人的俯瞰下，從現象中抽出來的‘都市’，拔升出

肉眼目睹的現實”，如此形成一個“幻設的真實空間”，也就是福

柯所説的差異地點〔５６〕；不過，他並未指出這首詩呈現有多棱鏡

式的差異空間。想必是本文發表時間在《八○年代臺灣都市文

學》一文之前，而“多棱鏡”的提法係在該文纔出現，換言之，在

《都》文發表時，林氏雖然已有福柯異地觀的論調，但尚未出現

多棱鏡説的主張。

事實上，林燿德援用福柯的異地説，並將都市本身視爲一種

具“並時的、多重編碼的空間結構”，由此而産生“多棱鏡的多面

折射”，已經將之嫁接到德希達式的後現代“空間觀”。李翰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ｅｈａｎ）在《文學中的都市———一部知識與文化的歷

史》（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牶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

指出，過去將都市視爲符號系統時，需要一個先驗的能指或意符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以便能恰當地去處置其他符號———這樣的都市觀受

到了德希達的挑戰。從德希達那種不穩定的語言系統内部來

看，“没有了先驗的能指，都市符碼開始漂移，意義被神祕取

代”，都市便失去享有“真實”的權利。没有了先驗（或超驗）的

東西，都市無法超越它所消化的東西，李翰於是指出“心靈也就

無法超越自身”〔５７〕———這也是林燿德指出的近二十餘年來羅門

都市中所呈現的“都市迷惘”；而其結果則是：“共時取代了歷

時，符碼系統取代了本質，關係替代了現實。意義不再是在自然

中而是在一套系統中‘被發現’。”〔５８〕———這是德希達式的後現

代城市，也是林燿德失去地點（真實）的多棱鏡折射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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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言，林燿德所説的這種具多重編碼（符碼）的多重

空間的後現代都市，其實也是上面所説的德希達的文本化的都

市。福柯所謂的差異地點雖然指向真實地點，卻是在所有地點

之外的地點，所以它是“有效發生的虛構地點”（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ｕｔｏｐｉａ）———也因此林燿德纔將之詮釋爲“幻

設的真實空間”，只因爲這樣的都市（空間、地點）存在於文本之

中，甚至二度存在於詩人的（詩）文本之中（文本中的文本）；而

文本本身就是一個符號系統，也因此都市文本裏顯見的只能是

“在所有地點之外”的差異地點，它指向真實地點（故非虛構地

點），但又不是真實地點———它只是存在於文本（符號系統）中

的地點。如此一來，林燿德就嫁接了巴特、德希達、福柯等人的

相關學説，以此建構他在 １９８０ 年代一開始就提倡的“後現代都

市詩學”。

五、 結　 　 語

李翰在上書開宗明義地説：“都市是都市生活加之於文學

形式與文學形式加之於都市生活持續不斷的雙重建構。”〔５９〕也

就是説，都市文學來自都市的生活———這也意味著：有怎樣的

都市生活，就會有怎樣的都市文學；反過來説，都市生活的内容

（往往）也由都市文學加以表現———這也暗示：人們是從都市文

學來認識都市生活。就此而言，林燿德指出在 １９８０ 年代之前，

不論當時是農業社會或工商業社會，寫實主義詩人或現代主義

詩人筆下的都市，基本上都是植基於田園情結之下“城鄉對立”

模式下負面的、反動的符徵〔６０〕。到了 １９８０ 年代資訊或媒體社

會來臨，城鄉差距消弭於無形之中，都市不再是對立於鄉土的

“地點”〔６１〕，反映在文學（形式）上便是後現代都市文學的崛起

（詩、小説、散文毫無例外）〔６２〕，而這也是爲什麽他會將都市文

學（以及都市詩學）“歷史化”在 １９８０ 年代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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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翰在上書中同時還説：“我們發現，都市與關於都市的

文學有著相同的文本性……從笛福（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ｆｏｅ）到聘瓊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ｙｎｃｈｏｎ），閲讀文本已經成爲閲讀都市的方式之

一。”〔６３〕可見從文本來閲讀都市，在西方已自成傳統；時至今日，

都市文學更被視爲文本，所以林燿德提出的“都市詩學”是“文

本關於文本”的詩學，也誠如李翰進一步所言：“不論是談論都

市文本或是文學文本，後現代主義都創造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現實概念。”〔６４〕在歷史化都市詩學在臺灣社會的時空意義之後，

林燿德從文學形式的立場出發，將後現代主義綰合到他的都市

文學上，從而引用福柯的差異地點理論，締造了不一樣的都市現

實空間。

於此我們回過頭看看收録在《都市之甕》卷一 “符徵”的

《路牌》、《銅像》、《廣場》、《公園》等都市詩，詩中所展現的對應

於都市真實地點的所謂差異地點〔６５〕，真正吸引人的並不在題材

上———因爲我們於其中找不到真正的後現代都市地景〔６６〕，而是

林燿德擬欲打破文類形式限制的嘗試（尤其是《路牌》與《公園》

二詩），而都市作爲書寫符號的文本，在此已被林燿德予以重新

編碼了。最後，我們可以説，重新編碼正是林燿德擬欲以後現代

都市詩學重啓的臺灣“都市詩言談”（ｕｒｂａ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６７〕。

（作者：臺灣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注釋：

〔１ 〕　 林燿德最早於臺灣文壇正式發表的作品（不含學校刊物），即是 １９８２ 年刊載

於《明道文藝》（第 ７５ 期）的都市散文《都市的感動》；隔兩年另一篇《在都市

的靚容裏》被收入九歌版的《七十二年散文選》，也從該年九月起於《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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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陸續發表“都市筆記”系列散文。參見林燿德：《林燿德寫作年表》，收

入氏著：《一九四九以後》（臺北：爾雅出版社，１９８６），頁 ３００。

〔２ 〕　 林燿德在《八○年代現代詩世代交替現象》一文曾自云他在 １９８０ 年代提倡

“後現代都市詩學”，並認爲此一“後現代都市詩學”實係一種“後現代全球

化現象”的“換喻”———即是“以部分從屬於整體的關係來間接暗示整體的狀

況”。參見氏著：《世紀末現代詩論集》（臺北：羚傑企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５），

頁 ５７。林燿德此處的“換喻”之説係出於他對“提喻”（ｓｙｎｅｃｄｏｃｈｅ）的誤解。

以“後現代都市”比喻“後現代全球化現象”，乃是以局部喻全體，所以是一種

提喻而不是轉喻關係。

〔３ 〕　 瘂弦：《在城市裏成長———林燿德散文作品印象》，收入林燿德：《一座城市

的身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７），頁 １３。

〔４ 〕　 參見黄凡、林燿德編：《新世代小説大系·都市卷》前言（臺北：希代出版社，

１９８９）。此處轉引自張啓疆：《當代臺灣小説裏的都市現象》，收入封德屏主

編：《臺灣文學中的社會———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一）》（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１９９６），頁 ２０５。

〔５ 〕　 楊斌華：《解構———都市文化的黑色精靈》，收入林燿德：《１９９０》（臺北：尚

書出版社，１９９０），頁 ２１４。

〔６ 〕　 “詩學”（ｐｏｅｔｉｃｓ）一詞，研究的對象（或範疇）當不僅限於詩，林燿德在《八○

年代現代詩世代交替現象》一文裏有特别説明，參見《世紀末現代詩論集》，

頁 ５７。詩學一詞，若非有特定用法，一般均泛指文學理論，此自亞理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詩學》（Ｐｏｅｔｉｃｓ）一書以來即成定論，似不必林氏特别指明。唯

本文此處所指的“詩學”，除了指涉一般的文學理論外，更兼有新詩理論的指

涉，如下文所述。

〔７ 〕　 轉引自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臺北：業强出版社，

１９９１），頁 ３３。

〔８ 〕　 這二篇論文收入《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一書。

〔９ 〕　 相關論文除收入《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一書外，另散見於《一九四

九以後》與《世紀末現代詩論集》二書；其他相關短論評（含序跋文等）則收

入由楊宗翰主編的《林燿德佚文選》（共 ５ 册）（臺北：天行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　 林燿德這句話找不到出處，想必是來自瘂弦和他的對話。瘂弦在爲林氏的

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寫的序文《在城市裏成長———林燿德散文作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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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透露，在應允爲該書作序後，與林氏曾做過兩次面對面的討論，合起來

是五六個小時的長談。參見該書，頁 １１、１４。

〔１１〕　 同上書，頁 １４。

〔１２〕　 林燿德：《都市與鄉村》，收入楊宗翰主編：《黑鍵與白鍵———林燿德佚文選

Ⅲ》（臺北：天行出版社，２００１），頁 １２４—１２５。

〔１３〕　 同上書，頁 １２５。

〔１４〕　 林燿德：《八○年代臺灣都市文學》，收入《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

頁 ２０８。

〔１５〕　 同上注。

〔１６〕　 林燿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收入《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

選》，頁 １９４。

〔１７〕　 同上書，頁 １９０—１９４。

〔１８〕　 同上書，頁 １９４。

〔１９〕　 同上書，頁 １９８。

〔２０〕　 張漢良：《都市詩言談———臺灣的例子》，《當代》，第 ３２ 期（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頁 ４５。林燿德的都市詩學，借用了張漢良此文不少觀點，可以説受到他的啓

發甚多。詳下文。

〔２１〕　 林燿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頁 １９８。

〔２２〕　 林燿德：《不安海域———臺灣新世代詩人新探》（臺北：師大書苑，１９８８），

頁 ４７。

〔２３〕　 林燿德這本《一九四九以後》原有副書名“臺灣新世代詩人初探”，但成書後

的書封與版權頁皆去掉副書名（只在目録頁載明）。在本書《導言》中，林氏

首倡“新世代詩人”之説，他所謂的“新世代”係指“一九四九以後出生的臺

灣詩人”（本書書名的由來），而“這些詩人的生命實際經歷了一九四九以後

臺灣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種種的發展，目睹了農業、工業乃至後期工

業文明的各種現象；尤其一九五六年後出生的詩人，不但接受到一九六八年

起實施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更在成長期間即身受都市化生活空間的影

響……”他的都市詩學幾乎植基於新世代詩人身上。參見林燿德：《一九四

九以後》，頁 ２。

〔２４〕　 林燿德在此以“一朵在建築陰濕處流浪的都市雲”，形象化地描述歐團圓的

都市詩風格，並認爲他的都市詩具有“低調、自嘲的基調以及潮濕的抒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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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任自己的生命低徊在一個若即若離的現實生存空間裏”。同上書，

頁 １４８。歐團圓遲至 ２０１１ 年纔出版他的首部詩集《我和她的一天》。

〔２５〕　 同上書，頁 １４２—１４８。

〔２６〕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３４—３５、２２６—２３２。

〔２７〕　 同上書，頁 ３５。

〔２８〕　 林燿德：《不安海域》，頁 ４７。

〔２９〕　 同上書，頁 ４８。

〔３０〕　 “後現代都市詩學”一詞出現在林燿德的《八○年代現代詩世代交替現象》一

文；他以此主張有“打破文類”的企圖。參見《世紀末現代詩論集》，頁 ５７。

〔３１〕　 Ｔｅｘｔ，林燿德譯爲“正文”（或襲自張漢良的譯法）；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以後，臺灣

（包含大陸）學界逐漸採用“文本”的中譯名，本文從其譯法，下面行文中也將

林氏的“正文”一律改稱“文本”。另外，巴特有篇文章名曰《文本的理論》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林燿德的後現代都市文本顯然即受該文啓示。

〔３２〕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Ｔｒａｎｓ． Ｉａｎ ＭｃＬｅｏｄ．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Ｙｏｕｎｇ ｅｄ．，

Ｕｎｔ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ｘｔ牶 Ａ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Ｒｅａｄｅｒ （Ｌｏ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７），

ｐｐ． ３９ ４０．

〔３３〕　 轉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１９９９），頁 １７１。

〔３４〕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２００。

〔３５〕　 德希達在《論文字學》（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ｙ）中以盧梭的文本（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ｓ ｔｅｘｔ）爲

例，説明他的文本從來不過就是一種寫作（ｗｒｉｔｉｎｇ），這樣的寫作所開放的意

義與語言即是———寫作做爲自然在場的消失（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ｃｅ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 Ｇａｙａｔｒｉ

Ｃｈａｋｒａｖｏｒｔｙ Ｓｐｉｖａｋ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ｐ，１９７６），ｐｐ． １５８ １５９．

〔３６〕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２０７。

〔３７〕　 同上書，頁 ２００。

〔３８〕　 張漢良：《都市詩言談———臺灣的例子》，《當代》，第 ３２ 期（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頁 ４０。其實張漢良的説法並不新穎，早在 １９４０ 年代出版的《文學理論》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書中，韋勒克（Ｒｅｎé Ｗｅｌｌｅｋ）與華倫（Ａｕｓｔｉｎ Ｗａｒｒｅｎ）即

指出，根據題材來劃分文類（ｇｅｎｒｅ）乃是一種社會學的分類法，若依此方式來

分類，勢必分出數不清的類型。他們認爲文類的區分應根據文學作品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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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如特定的格律或結構），譬如二音步詩（ｄｉｐｏｄｉｃ ｖｅｒｓｅ）與平達體頌歌

（Ｐｉｎｄａｒｉｃ ｏｄｅ）；以及内在形式（如態度、語調、目的———較爲粗糙的主題與閲

衆），例如田園詩與諷刺詩。Ｒｅｎé Ｗｅｌｌｅｋ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ｉｎ Ｗａｒｒｅｎ，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Ａ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Ｂｏｏｋ，１９７５），ｐｐ． ２３１ ２３２．

〔３９〕　 張漢良，同上書，頁 ４２。

〔４０〕　 同上書，頁 ４３。

〔４１〕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２０７。

〔４２〕　 同上書，頁 ２００。

〔４３〕　 如上所述，林燿德指稱歐團圓《冬之曠野》、《在童年的方壺島》等 ９ 首詩作具

有“都市化的思考模式”，便認定其具有“都市精神”，而其題材卻盡皆鄉土，

若説它們都是都市詩，很難令人苟同。

〔４４〕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１９９。此外，索賈（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ｏｊａ）在《後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一書中提及，西方

學界在 １９６０ 年代前期以前幾乎由歷史決定論支配，地理或空間的想像明顯

被邊緣化，“時間掩蓋了對社會世界可變性的諸種地理詮釋”。直到福柯在

２０ 世紀 ６０ 年代開始的系列演講中提出他對空間的前瞻性觀察，空間的思想

語境纔逐漸起了變化，到了 １９８０ 年代，空間的理論化纔受到廣泛的重視，給

之前對空間視若無睹的舊傳統帶來挑戰。但福柯本人並不願被人視爲地理

學家，因爲他拒絶將自己的空間思想投射爲一種反歷史的理論（儘管他的歷

史觀一開始就被發人深省地予以空間化了），索賈遂認爲，被冠以地理學家

的稱號，對福柯是一種“理智的詛咒”，是“與一種學術懲罰有損身份的結

合”。在後來一次的訪談中，被採訪的一位法國地理學雜誌編輯的“勸誘”

下，福柯始承認：“的確，地理學必須處於我探索問題的核心。”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ｏｊａ，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牶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８９），ｐｐ． １２ １５，１８ ２０．

〔４５〕　 林燿德將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ｓ譯爲“差異地點”，應是根據陳志梧的中譯，參見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入夏鑄九編

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１９８９），頁 ２２５—

２３３。但筆者認爲譯爲“異質地點”（或簡稱“異地”）更能符合該詞原意。

〔４６〕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１９７。

〔４７〕　 原文 參 見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ｅｘｔ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ａｃｅｓ．”Ｔｒａｎｓ Ｊ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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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ｋｏｗｉｅｃ，Ｄｉａｃｒｉｔｉｃｓ，１６（１），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６． 此處擷取網址 ｈｔｔｐ：／ ／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ｉｎｆｏ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 ／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 ｅｎ． ｈｔｍｌ，瀏覽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４８〕　 同上注。

〔４９〕　 林燿德：《世紀末現代詩論集》，頁 ８４。

〔５０〕　 林燿德也進一步指出：“杜甫草堂對於杜甫與杜詩而言，是一個無限累積時

間的差異地點，所有吊古者的詩文與觀點集聚在此，杜甫一生的一切時光與

詩藝的成就也被封閉在建築和銅像之中。當洛夫進入此一差異地點，也就

進入此‘差異地點’用以抗拒現實物理時間的相對性的永恒之中。”同上書，

頁 ８４—８５。林燿德在此援用了福柯所提的“差異時間”（ｈｅｔｅｒｏｃｈｒｏｎｉｅｓ）的概

念。差異地點往往對差異時間展開，而差異時間不同於傳統時間，福柯在上

文中指出有兩種差異時間（他並未對差異時間加以界定）：一是無限累積的

時間（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在這種差異時間下的差異地點有博物館

與圖書館等；二是流動的、轉換的、不定的時間（ｆｌｏｗ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ｔｉｍｅ），這種差異時間以一種節慶（ｔｈ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方式和差異地點相關連，如露

天市集、渡假村等。前者差異地點的時間指向永恒（ｅｔｅｒｎａｌ），而後者則指向

瞬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５１〕　 在此，林燿德拿（１９６０ 年代）林懷民與王禎和的小説和黄凡做對比。前兩者

“筆下所臨摹的都會和市鎮”是“可被尋獲、而且可用我們日常生活經驗重新

踐履的‘真實空間’”，但是後者黄凡的小説中再現的“真實空間”，在現實的

都市中卻找不到它對應著的真實地點———所以它們是差異地點。參見林燿

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２２１。

〔５２〕　 同上注。

〔５３〕　 同上書，頁 ２２２。

〔５４〕　 同上注。

〔５５〕　 林燿德並分析這首詩“重現羅門慣有的藝術手法———迴環的語態、厚重的節

奏感、叠套的時空、靜中求動的類比句型與多向指涉、在矛盾與反嘲中鼓漲

的吊詭意象，以及戲劇性的擬人化比喻”。同上書，頁 １９７。

〔５６〕　 同上注。

〔５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ｅｈａｎ，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 ２６５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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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１９５。

〔５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ｅｈａｎ，ｐ． ３．

〔６０〕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林燿德論評選》，頁 １９８。

〔６１〕　 林燿德：《都市與鄉村》，頁 １２５。

〔６２〕　 在《八○年代臺灣都市文學》一文中，林燿德舉例討論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説、

散文、詩等文類。

〔６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ｅｈａｎ，ｐ． ８．

〔６４〕　 同上書，ｐ． ２６６．

〔６５〕　 如《路牌》一詩中所説：“不論真摯與否他永恒相信 ／現實堅硬的這個都市方

塊 ／實實在呼吸著，吞吐著 ／那些逐日膨脹趨近偉大逾越永恒的主題。”詩中

路牌“這個都市方塊”只能於差異時間裏呼吸與吞吐著所謂的“永恒”；然而

對應現實的路牌，則只存在於詩文本中的差異空間裏。《路牌》一詩參見林

燿德：《都市之甕》（臺北：漢光出版社，１９８９），頁 ２１—２６。

〔６６〕　 依雷爾夫（Ｅｄｗａｒｄ Ｒｅｌｐｈ）《現代都市地景》（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一

書所描繪，後現代主義的都市建築奉行的是“少即是無聊”（ｌｅｓｓ ｉｓ ｂｏｒｅ）這句

口號，不僅建築，包括公共空間，重新裝飾再度流行（如街道重新懸掛花籃）。

它所顯示的是一種“奇特性”（ｑｕａｉｎｔｎｅｓｓ）的空間，例如：複雜的圍閉順序、蜿

蜒的通道、小中庭、人行步道上方的帆布棚、内外空間的順暢轉換以及外貌

的連續性。以街道而言，很少採用直角轉彎，反而透過曲折的視景呈現了柳

暗花明的趣味，往往仿造老街形式，分佈其間的房舍極少超過四層樓，並偏

好使用紅磚、穀倉木板與鑄鐵等現代主義之前的材料。參見 Ｅｄｗａｒｄ Ｒｅｌｐｈ

著、謝慶達譯：《現代都市地景》（臺北：田園城市出版社，１９９８），頁 ３１３、

３４８—３５０。

〔６７〕　 此詞援引張漢良《都市詩言談———臺灣的例子》一文的用法。“言談”一詞，

張氏用的原文是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一字，除了譯爲“言談”外，學界另有

譯爲“言説”（洪鎌德、蔡源煌、陳墇津）、“話語”（高宣揚、王德威）或“論述”

（朱元鴻、陳光興、廖咸浩）。參閲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臺北：揚智

出版社，２００１），頁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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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Ｌｉｎ Ｙａｏｄ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ｎ Ｊｕ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ｐ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Ｌｉｎ Ｙａｏ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ｅ ｈｅ ｆｅｒｖｅｎｔ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Ｈｉ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ｔ ａ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ｇｅｎｒｅ． Ｈｅ ｃ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Ｂａｒｔｈ，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ｎｄ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ｈｉ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ｇｒａｆｔｅｄ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Ｌｉｎ Ｙａｏｄ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ｐｏｃｈ，ｕｒｂａ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ｕｒｂ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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